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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创新行为： 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谭新雨

【摘要】创新行为俨然成为公务员适应新时代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要求的典
型行为模式，以及公共部门适应职能转变和服务再造要求的内生动力。本研究
基于对已有研究的系统梳理与深入分析，构建了一个系统的公务员创新行为研
究框架。本研究从公私部门成员创新行为差异及争议切入，围绕公务员创新行
为的概念内涵、多层次影响因素及复杂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回顾并展开评述，呈
现新制度主义理论、自我决定理论等在公务员创新行为塑造中的深层逻辑。在
此基础上，本研究展望未来方向：（１）以回应跨国文化背景、科层制组织特征、
现实工作场景实现公务员创新的情境化研究；（２）在新时代中国场景中实现公
务员创新行为的量表开发、跨层次系统性形成机理探索；（３）拓展公务员创新
行为的效能机制研究，实现微观层面行为创新与中观层面组织创新、宏观层面
政策创新的呼应衔接。

【关键词】创新行为　 公务员　 概念内涵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１）０２ － ０１９５ － ３３

一、研究背景

习总书记指出，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激励干部干事创业、担当
作为（习近平，２０１９）。创新行为有助于提升个体绩效并确保组织高效运转
（Ｊａｎｓｓｅｎ，２００４；Ｙｕａｎ ＆ Ｗ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１０）。公务员创新能提高政府运转效率、
公共服务质量、促进政策创新与公民参与（黄扬、陈天祥，２０２０；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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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Ｓａｌｇｅ ＆ Ｖｅｒａ，２０１２），进而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政府信任度（Ｖｉｇｏｄａ
Ｇａｄｏ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谭新雨、刘帮成，２０２０）。尤其是，随着全球政府改革浪潮
的不断推进及公众现实服务要求的日益增长（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 ＆ Ｂｅｅｒｉ，２０１２），各
国政府都面临职能转变、服务流程再造的绩效压力（Ｋｕｉｐｅｒ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需
以组织内部创新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变革适应能力（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ｏｅ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Ｗｒ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并且，创新能力已被纳入《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
标准框架》。于是，公务员创新的重要性凸显，并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热点议
题。公务员身处中国文化背景、政府工作场景，受到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
离导向影响，对任务情境更为敏感。聚焦新时代中国场景的多层次情境变迁：
制度环境从综治维稳导向转向干事创业导向；干部考核遴选从问责监督转向赋
权控制、容错纠错；各级政府注重以夯实党建中的干部教育来提升干部的干事
创业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部分干部出现“害怕担责不敢作为、缺少激励不愿
作为、本领欠缺不会作为”的苗头，这不仅为公务员创新提供契机，还为述评
公务员创新行为提供多层次的系统分析框架（“制度—组织—个体”的三维分析
框架）及多重心理维度（敢创新、想创新、能创新），实现经典理论研究与中国
现实场景的良性互动。

学者围绕公务员创新行为在制度层次、组织层次、个体层次展开研究，但
已有研究中缺乏对创新行为概念内涵、测量工具、作用效果的明确界定。首先，
公私部门成员的创新行为存在差异（Ｂｙｓｔｅｄ ＆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１５；Ｂｙｓｔｅｄ ＆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
２０１４），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内涵界定和影响因素不能“照搬”私营部门员工创
新行为的研究成果，毕竟，政府部门具有繁文缛节等明显的科层制组织特征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此外，公务员创新行为不同于私营部门中员工的发明
创造，创造力（Ｅｌｄｏｒ ＆ Ｉｔｚｈａｋ，２０１９；Ｋｒｕｙｅｎ ＆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ｇｔｅｎ，２０１７）、促进型
建言行为（Ｈａｓｓａｎ，２０１５）、主动变革行为（Ｈｏｍ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变革型组
织公民行为（陈振明、林亚清，２０１６）、亲组织或亲社会越轨行为（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
２０１７；Ｆｌｅｍｉｎｇ，２０２０）等也应视为公务员创新的重要形式。中国场景中不乏学
者将公务员创新行为嵌入到多源流（项目流、过程流）政策执行模型，并将其
阐释为政治精英或街头官僚以政策企业家活动（问题识别、问题建构、创新方
案、方案促进）推动政策创新或变迁（黄扬、陈天祥，２０２０；赵琦，２０２０），
这都需整合纳入公务员创新行为的概念内涵研究。其次，学者就公务员创新行
为是否应该予以鼓励存在争议。部分学者指出，公务员的创新行为应得到鼓励和支
持（Ｂｏｒｉｎｓ，２００２；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Ｔｏｒｕｇｓａ ＆ Ａｒｕｎｄｅｌ，２０１５）。另一部分学者
则认为，在僵化的官僚体制中，公务员很难创新（Ｋｌ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而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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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强调他们的规则遵从，否则容易滋生腐败（Ｔｅｒｒｙ，１９９３）。中国场景中也存在
政策执行中发扬政策企业家风格还是强调规则遵从的观点分歧（黄扬、陈天祥，
２０２０；杨帆、王诗宗，２０１６）。这一分歧是由学者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界定（概
念与测量）差异引起，抑或是影响因素差异引起？最后，中国场景中政府创新
研究大多探讨政策层面创新———政策创新、组织层面创新———创新实践、个体层
面创新———基层政策企业家，较少从当前倡导的心理学与公共管理相结合的研
究视角来剖析公务员创新，而只有剖析公务员个体的心理及行为，才能更好地
理解基层政策企业家的动机基础、政府创新实践或社会治理创新的内生动力以
及政策创新的微观驱动逻辑，实现微观行为创新与中观组织／实践创新、宏观制
度／政策创新的互动衔接，进而多层次、全方位地呈现中国场景中的政府创新
逻辑。

于是，本研究聚焦公务员创新行为，从公私部门成员创新行为差异及是否
应得到鼓励这一分歧切入，系统梳理公务员创新行为的概念与类型、多层次影
响因素及理论基础，进而立足中国场景，展望未来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推动该
议题研究。研究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本研究的研究脉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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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务员创新行为：国内外研究趋势

本研究：（１）以Ｓｃｏｐｕｓ、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以及中国知网等数
据库为检索源进行文献梳理。其中，以公务员（ｐｕｂｌｉｃ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 ｓｅｒｖａｎｔ）、干部
（ｃａｄｒｅｓ）、街头官僚（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和创新行为（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创新执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创造力（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变革型组织公民行
为（ｃｈａｎｇ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ＯＣＢ）、规则打破（ｒｕｌｅｂｅｎｄｉｎｇ）等为关键词，分别对标题、
摘要、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场景、研究结论等进行检索，得到文献６９篇
（中文８篇，英文６１篇）；（２）为确保文献的全面性，本研究还选取国内ＣＳＳＣＩ
来源及扩展版期刊及来源于２０１９版期刊引证报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ＪＣＲ）的４８本公共管理的ＳＳＣＩ索引期刊进行手工补充，得到文献１１篇（中文６
篇，英文５篇）；（３）请本领域专家进行文献补充，得到文献８篇（中文１篇，
英文７篇），符合条件的文献共计８８篇（中文１５篇，英文７３篇）。从期刊分布
来看，国外对该议题讨论较多的是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８篇，２０ ５％）、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７篇，７ ９５％）、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和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６篇，６ ８％），而国内对议题讨论比较多
的是《公共管理学报》（６篇，６ ８％），发文情况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按年份的发文数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已有研究聚焦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与私营部门成员相比，公务员创新行为及
创新情境存在哪些差异？他们的创新行为是否应得到鼓励？二是公务员创新行
为的内容与类型研究；三是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多层次形成机制及理论基础。据
此，基于中国场景展望该议题的研究方向。

８９１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三、创新行为：从私营部门到公共部门

（一）公务员：创新还是遵从

作为组织内创新的重要发起者和组织者，公务员在政府改革创新中发挥重
要作用（Ｄａｍａｎｐｏｕｒ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０９）。鲍里斯（Ｂｏｒｉｎｓ，２０００）基于对美国
等联邦制国家政府的研究指出，中层管理者和一线人员是最常见的创新发起者。
托格斯和亚伦德尔（Ｔｏｒｕｇｓａ ＆ Ａｒｕｎｄｅｌ，２０１５）基于澳大利亚的调查发现，公务
员会以工作组的形式创新政策执行、服务供给、组织流程、事务概念。比斯特
和汉森（Ｂｙｓｔｅｄ ＆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１５）基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调查发现，公务员
的创新丝毫不亚于私营部门成员。在中国场景中，公务员创新更多体现为以政
策企业家角色推动政策创新（黄扬、陈天祥，２０２０；朱亚鹏、肖棣文，２０１４；
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由此可见，公务员的风险意识和创新意识是政府改革创新
的关键，在变革情境中，公务员的创新丝毫不亚于私营部门成员。

然而，也有部分学者对公务员创新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公务员身处僵化
的官僚体制，充满惰性与惯性，与私营部门成员相比缺乏灵活性，不太可能创
新（Ｂｙｓｔｅｄ ＆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４）。只有那些民选官员或者高级行政官员（政治精
英）才可能创新（陈雪莲、杨雪冬，２００９）。他们甚至认为公务员的建设性改
变容易导致政策失败、权力滥用、徇私舞弊（Ｔｅｒｒｙ，１９９３）。

上述争议可能源于缺乏统一的概念界定及测量工具，缺乏文化背景、工作
场景设计与外部偏差控制。于是，基于新时代中国场景的公务员创新行为内容
与类型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创新行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多维度差异

公私部门创新行为差异取决于价值、结构、控制、激励、环境、心理等多
个维度。

组织价值差异带来公私部门成员创新差异（Ｂａａｒｓｐｕｌ ＆ Ｗｉｌｄｅｒｏｍ，２０１１）。
与私营部门员工相比，公务员创新的竞争优势或绩效改进并非追求纯粹的市场
目标（Ｏｌｉｖｅｒ ＆ 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８），而旨在提高政府效率，促进公民参与，创造
公共价值（Ｓａｌｇｅ ＆ Ｖｅｒａ，２０１２）。这给公务员创新带来缺乏市场竞争及组织目
标多重、冲突、模糊等问题，从而使他们比私营部门员工更难创新（Ｒａｉｎｅｙ，
１９９９）。此时，外部环境变迁（如全球政府改革浪潮、公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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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政府职能转变）带来的契机对公务员创新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
组织结构差异带来公私部门成员创新差异。公私部门的分权机制差异使公

私部门成员的工作自主权存在显著差异（Ｂｙｓｔｅｄ ＆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５），尤其是官
僚制组织正规化、集中化、自上而下的结构特征和政治影响的控制效应（Ｋｌ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Ｋｒｕｙｅｎ ＆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ｇｔｅｎ，２０１７），使公务员很难像私营部门员工一
样实现自主性和能力发展（Ｂｙｓｔｅｄ ＆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４；Ｒａｉｎｅｙ，１９９９），此时，
基于参与机制的创新认可对公务员创新而言尤为重要（Ｂｙｓｔｅｄ ＆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４）。于是，领导授权对创新行为的重要性凸显（Ｂｙｓｔｅｄ ＆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１５；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Ｐｉｔｔｓ，２０１１）。

组织控制差异带来公私部门成员创新差异。公共部门以问责和监管的形式
约束公务员的行为（谷志军、陈科霖，２０１９）。高控制水平、低灵活性、繁文缛
节会抑制公务员创新行为（Ｂｙｓｔｅｄ ＆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１５；Ｂｙｓｔｅｄ ＆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４；
Ｋｌ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使公务员更多为过程创新，而非结果创新。于是，本研究
考虑公私部门成员创新方式差异以及繁文缛节的影响。

组织激励差异带来公私部门成员创新差异。公共部门很难实现像私营部门
那样直接将组织价值（利润收益）细化为个体绩效（Ｋｌ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此
外，公共部门财务机制很难像私营部门那样建立绩效导向的薪酬制度（Ｂｙｓｔｅｄ ＆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４；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于是，绩效考核及薪酬制度使公共
部门难以像私营部门一样以物质激励激发公务员创新（Ｒａｉｎｅｙ，１９９９）。但是，
发展性激励（职业晋升）对公务员创新的激励效果更显著（Ｗ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组织环境差异带来公私部门成员创新差异。公共部门具有高权力距离、集
体主义、风险规避等重要特征（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Ｃｒｏｔｔ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使公务员难以像
私营部门员工一样创新（Ｂｙｓｔｅｄ ＆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４）。于是，公务员创新行为研
究应考虑风险规避文化、集体主义导向的影响。鉴于领导风格在公务员创新中
的关键作用（Ｒｉｃ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以及公私部门领导风格的显著差异
（Ｈａｎｓｅｎ ＆ Ｖｉｌｌａｄｓｅｎ，２０１０），应考察领导风格对公务员创新的重要影响。

心理状态差异带来公私部门成员创新差异。公私部门成员的公共服务动机
存在显著差异（Ｂａａｒｓｐｕｌ ＆ Ｗｉｌｄｅｒｏｍ，２０１１），即公务员有更广泛的公众利益取
向，而私营部门成员更狭隘地面向用户，此时公共服务动机可弥补外部激励不
足，激发公务员的创新行为（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此外，公私部门成员在风险
规避偏好、工作安全性、激励偏好、组织承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Ｂａａｒｓｐｕｌ ＆
Ｗｉｌｄｅｒｏｍ，２０１１）。因此，公务员创新研究需纳入公共服务动机、激励偏好等影
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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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私部门成员创新的比较，不难发现，私营部门创新行为研究成果很
难适用于政府工作场景，且公私部门创新情境及成员心理的差异恰恰应是公务
员创新行为研究的切入点。公私部门成员创新的多维差异比较详见表１。

表１　 公私部门成员创新的多维差异比较
维度 公务员 私营部门员工 重要分析视角

内容方式 想法创新、过程创新 产生、执行、促进、推广 自由裁量权

组织价值 公共价值
（服务社会、公共利益）

企业利益
（顾客导向、结果导向） 外部环境、组织变革

组织结构 科层制组织结构
工作自主性弱

扁平化组织结构
工作自主性强

领导授权
工作自主性

组织控制 高控制水平、
低灵活性

低控制水平、
高灵活性

繁文缛节
创新方式

组织激励 发展性激励、
工作安全性 物质性激励 晋升激励、

公共服务动机

组织环境 领导风格、风险规避
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

领导风格、风险承担
低权力距离、个体主义

领导风格、
组织氛围、组织政治

心理要素 风险规避、公共服务
动机、高组织承诺

风险承担、顾客服务
动机、低组织承诺

组织承诺、
公共服务动机、风险激励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公务员创新行为：概念、测量与类型

（一）公务员创新行为的概念与测量研究

私营部门员工创新行为概念及量表的跨情境检验、修订与运用。创新行为
早期被定义为组织成员进行问题诊断、产生创新想法、寻求支持以促进创新想
法转化的行为（Ｓｃｏｔｔ ＆ Ｂｒｕｃｅ，１９９４），并在此基础上被进一步拓展为创新想法
的产生、执行、促进、推广４个维度（Ｊａｎｓｓｅｎ，２００４）。将私营部门创新行为研
究引入公共部门场景，是公务员创新研究的一种重要路径。部分学者通过对斯
科特和布鲁斯（Ｓｃｏｔｔ ＆ Ｂｒｕｃｅ，１９９４）以及詹森（Ｊａｎｓｓｅｎ，２００４）量表的跨情
境检验、修订与运用，将公务员创新行为定义为工作问题／创新需求的识别以及
创新想法的产生、提出、执行、评估、推广等多维度概念（Ｂｅｒｍａｎ ＆ Ｋ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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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Ｂｙｓｔｅｄ ＆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１５；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Ｍｏｌｄｏｇａｚｉｅｖ，２０１３；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Ｗｉｓｅ，２０１０；Ｋｒｕｙｅｎ ＆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ｇｔｅｎ，２０１７；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中国场景中公
务员创新行为更多被阐释为嵌入到多源流（项目流、过程流）政策执行模型中
的街头官僚（或“政治精英”），瞄准“政策之窗”，以政策企业家活动（问题
识别、问题建构、创新方案、方案促进）推动政策创新或变迁（黄扬、陈天祥，
２０２０；赵琦，２０２０），这实则也可纳入创新行为的多维度概念框架。

基于变革促进的创新。与私营部门员工的创新行为相比，公务员创新更多
是想法创新、过程创新（Ｋｒｕｙｅｎ ＆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ｇｔｅｎ，２０１７），因此，公务员旨在改
进工作方法、优化工作流程、实现组织功能性变革的自愿建设性改变也应视为
创新行为，即学者定义的变革型组织公民行为或主动变革行为（林亚清、张宇
卿，２０１９；Ｈｏｍ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 ＆ Ｂｅｅｒｉ，２０１２）。

基于规则打破的创新。作为官僚制规范化特征的体现，一些规则确保政令
畅通（Ｄｅ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ｓ，２００９），但也有一些规则在服务政策目标和公共利益方面
存在局限（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公务员为维护公共利益或组织利益（组织
健康发展与组织绩效提升）而打破规则的越轨行为（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２０１７；
Ｆｌｅｍｉｎｇ，２０２０）或变通规则的政策变通执行（刘鹏、刘志鹏，２０１４；张翔，
２０１９），均可视为创新行为。表２列出了公务员创新行为的概念界定与测量
内容。

表２　 公务员创新行为的概念界定与测量研究

类型 概念 概念界定 来源

创新

创新行为 对工作问题的识别、创新想法的产生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Ｗｉｓｅ （２０１０）

创新行为 创新想法的产生、评估、执行、促进与
推广 Ｂｅｒｍａｎ ＆ Ｋｉｍ （２０１０）

创新行为 以更加创新、有效的方式开展工作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Ｍｏｌｄｏｇａｚｉｅｖ

（２０１３）
创新行为 提出或执行新的、有用的意见 Ｂｙｓｔｅｄ ＆ Ｈａｎｓｅｎ （２０１５）

创新行为 提出新想法，应用新想法、新手段、新
流程等 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创新行为 业务知识储备、工作问题识别、创新方
案生成、创新方案检验、创新方案推广

Ｋｒｕｙｅｎ ＆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ｇｔｅｎ

（２０１７）
政策企业
家活动

问题识别、问题建构、方案策划、方案
营销 黄扬、陈天祥（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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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概念 概念界定 来源

变革
促进

主动变革行为 自愿付出建设性努力来优化工作流程，
改进工作方法，以实现组织功能性变革 Ｈｏｍ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变革型
组织公民行为

为改善工作现状及绩效在工作方法、程
序与政策等方面做出的建设性改变

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 ＆ Ｂｅｅｒｉ

（２０１２）
陈振明、林亚清（２０１６）

规则
打破

亲社会越轨行为组织成员为维护组织或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而违背政策、规章或禁令的行为 Ｆｌｅｍｉｎｇ （２０２０）

亲组织越轨行为
（非官僚行为）

组织成员为促进组织健康发展、显著提
升组织绩效而违背组织规则的行为 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 （２０１７）

政策执行
规则变通

形式上遵从政策决策内容，但实际通过
目标替代方式在执行过程中对政策内容
重新规划

刘鹏、刘志鹏（２０１４）
张翔（２０１９）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公务员不同类型创新行为研究

根据创新内容，学者将公务员创新分为概念创新、流程创新、服务创新、
技术创新（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Ｐｉｔｔｓ，２０１１；Ｔｏｒｕｇｓａ ＆ Ａｒｕｎｄｅｌ，２０１６）。其中，概念创
新指公务员引入新型概念、参考框架、解决方案来解决工作难题，流程创新指
公务员在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中运用的新型工作方法、管理技术，服务创新指
公务员创新公共服务内容（Ａｌｂｕｒｙ，２００５），技术创新指公务员借助大数据（互
联网＋政务服务）来创新（Ｗ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基于创新过程，可以将公务员创新划分为想法类创新、行动类创新、促进
类创新、综合类创新。想法类创新指公务员提出创新且有价值的想法、意见
（Ｂｙｓｔｅｄ ＆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１５；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Ｗｉｓｅ，２０１０；Ｍｅｉｊｅｒ，２０１４），可进而延
伸为促进型建言行为或创造力（Ｈａｓｓａｎ，２０１５；Ｋｒｕｙｅｎ ＆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ｇｔｅｎ，２０１７）。
行动类创新指公务员以创新方式开展工作，如政策的创新执行（Ｄｅｍｉｒｃｉｏｇｌｕ，
２０２０；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Ｍｏｌｄｏｇａｚｉｅｖ，２０１３），这类似于变革型组织公民行为（陈振
明、林亚清，２０１６；Ｈｏｍ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促进类创新指公务员对创新想法或
实践的促进与推广（黄扬、陈天祥，２０２０；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ｏｅ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也有学
者认为，公务员创新是想法类、行动类、促进类的综合创新（Ｂｅｒｍａｎ ＆ Ｋ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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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基于创新方式的划分。公共部门导向政府效率与公共价值（Ｓａｌｇｅ ＆ Ｖｅｒａ，

２０１２）。基于动机导向维度，公务员创新包括组织导向（组织发展与绩效）的
亲组织创新（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２０１７）和服务对象导向（公共利益）的亲社会创新
（Ｆｌｅｍｉｎｇ，２０２０）。基于自由裁量维度，公务员创新包括打破规则的突破式（越
轨）创新（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２０１７）和变通规则的渐进式创新，如促进型建言
（Ｈａｓｓａｎ，２０１５）、政策变通执行（刘鹏、刘志鹏，２０１４；张翔，２０１９）。公务
员创新行为的类型研究如图３所示。

图３　 公务员创新行为的类型研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公务员创新行为：多层次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

新时代中国场景为公务员创新行为影响因素述评提供“制度—组织—个体”
的多层次分析框架，公私部门创新情境及成员心理的差异为公务员创新行为不
同层次影响因素的述评提供重要切入点：制度层面（制度环境、科层制特征
等）、组织层面（组织氛围、领导风格等）、个体层素（公共服务动机等）。于
是，本研究试图聚焦公务员的想法类创新（创造力、促进型建言）、行动类创新
（创新执行、政策企业家活动）、促进类创新（变革型组织公民行为）等不同类
型创新行为，围绕制度层次、组织层次、个体层次的影响因素展开述评。其中，
新制度主义理论、自我决定理论为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形成机制阐释提供重要理
论基础。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归类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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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归类
层面 因素 变量 文献

制度

科层制组织
固有特征

科层制组织结构
形式化的组织规则

繁文缛节

Ｂｅｋｋｅｒ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等
Ｄｅ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ｓ （２００９）等
Ｈｏｍ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等

制度约束
政治压力

公众需求、媒体关注的回应
压力型体制

Ｂｙｓｔｅｄ ＆ Ｈａｎｓｅｎ （２０１５）等
Ｋｏｒａ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等

Ｋｒｕｙｅｎ ＆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ｇｔｅｎ （２０１７）等

制度激励 干部人事制度
薪酬制度

Ｗ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等
Ａｌｂｕｒｙ （２００５）等

组织

领导风格

变革型领导
交易型领导
企业家型领导
授权型领导
伦理型领导
服务型领导

Ｈａｎｓｅｎ ＆ ＰｉｈｌＴｈｉｎｇｖａｄ （２０１９）等
Ｒｉｃ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等
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等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Ｍｏｌｄｏｇａｚｉｅｖ （２０１３）等
Ｈａｓｓａｎ （２０１５）

唐健和方振邦（２０２０）

组织氛围
创新支持型
风险承担型
价值伦理型

Ｌｇｒｅｉ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等
Ｋｉｍ （２０１９）等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ａｌ ＆ Ｄｅｍｉｒｃｉｏｇｌｕ （２０２０）等

组织资源 显性创新资源
隐性创新资源

Ａｌｂｕｒｙ （２００５）等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Ｐｉｔｔｓ （２０１１）等

个体

整合调节 主动型人格
公共服务动机

Ｋｒｕｙｅｎ ＆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ｇｔｅｎ （２０１７）
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内摄调节
工作自主权
创新能力

资源掌控能力

Ｍｅｙｎｈａｒｄｔ ＆ Ｄｉｅｆｅｎｂａｃｈ （２０１２）
Ｃｌａｒｋｅ ＆ Ｈｉｇｇｓ （２０１９）
Ｈｏｍ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认同调节 变革（情感）承诺 Ｋｉｍ （２０１９）
外在调节 职业激励 Ｚａｎｄｂｅｒｇ ＆ Ｍｏｒａｌｅｓ （２０１９）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制度层次因素综述

影响公务员创新的制度因素呈现科层制组织特征（层级化、集中化、形式化）
（Ｆｌｅｍｉｎｇ，２０２０），并蕴含“激励＋控制”的制度逻辑（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４；Ｌａｐｕｅｎｔｅ ＆ Ｓｕｚｕｋｉ，２０２０），即基于横向竞争逻辑的制度激励和基于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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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逻辑的制度约束（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１ ． 科层制组织特征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
组织结构和控制机制是科层制组织影响创新行为的重要方式（Ｆｌｅｍｉｎｇ，

２０２０）。科层制以组织结构的高度集中化、组织规则的形式化（标准化）与一
致性、繁文缛节三种形式塑造公务员的风险规避偏好，进而影响公务员创新行
为（Ｆｅｅｎｅｙ ＆ Ｄｅ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ｓ，２００９；Ｋｉｍ，２０１０）。

一是科层制组织中高度集中化的组织结构以及部门界限的壁垒阻碍组织内
部创新知识的跨组织、跨部门自由流动与信息共享（Ｂｅｋｋｅｒ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从
而使公务员因缺乏创新的初始共同点而难以创新。反之，跨组织或跨部门的知
识融合与信息交换能促进公务员为组织问题提供高质量的创新方案（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Ｐｉｔｔｓ，２０１１）。

二是科层制组织中形式化（标准化）的规则影响公务员创新。公共服务的
标准化供给和严格的监管控制会限制公务员创新（ＢｏｓＮｅｈｌ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Ｃｌａｒｋｅ ＆ Ｈｉｇｇｓ，２０１９）。明文规定、一贯使用的规则及规则的理解程度促进公务
员的规则遵守而非创新（Ｄｅ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ｓ，２００９）。

三是繁文缛节影响公务员创新行为。作为对公务员行动有效性有负面影响
的繁琐规则和程序，繁文缛节成为抑制公务员创新的重要因素（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繁文缛节会消耗公务员的精力投入，压制公务员的创新空间，削
弱他们尝试新理念、变革规章制度的能力或愿望，进而直接抑制他们的创新行
为（胡威，２０２０；Ｊｏｈ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此外，繁文缛节还会制约其他因素（如
外部资源）对公务员创新的积极效果，如抑制变革型领导等组织因素对公务员
创新热情的效果（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ｏｅ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削弱公务员创新成功的期望，进
而抑制他们被公共服务动机激活的创新行为（Ｈｏｍ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２ ． 制度约束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
制度约束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包括政治压力、公众回应、压力型体制

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压力。科层制组织强调严格服从的集中权威和自上而下的等级控

制（ＢｏｓＮｅｈｌ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并依托逐级传递的政治压力及相应培训、监管、
监控、惩罚予以实现（Ｂｙｓｔｅｄ ＆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１５；Ｋｉｍ，２０１０；Ｏｂｅｒ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０；
Ｒａｉｎｅｙ，１９９９），这会遏制公务员的创新空间和创新精神（Ｂｏｒｉｎｓ，２０００；Ｂｙｓｔｅｄ
＆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４；Ｆｌｅｍｉｎｇ，２０２０），进而抑制他们的创新（Ｖｅｒｈｏｅｓ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毕竟，他们担心创新失败带来的媒体高度关注和政治批评（熊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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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Ｔｏｒｕｇｓａ ＆ Ａｒｕｎｄｅｌ，２０１５）。于是，他们呈现低风险取向，是否创新取决
于体制是否认可和支持（陈雪莲、杨雪冬，２００９）。

二是追求公共价值的公共部门属性强调公务员对公众诉求的回应性、对媒
体焦点的关注度，这促使他们创新（Ｊｏｈ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如对公共服务质量提出更高要求的公众问责会推动公务员创新（Ｌｏｎｔｉ ＆
Ｖｅｒｍａ，２００３）。

三是当政府处于职能转变或改革创新的时期，创新压力则会是逐级复制的
政治要求和纵向传递的创新任务的形式推动公务员创新（Ｋｏｒａ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Ｋｒｕｙｅｎ ＆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ｇｔｅｎ，２０１７）。此外，压力型体制以问责监管机制推动公务员
创新（谷志军、陈科霖，２０１９），即创新导向的问责机制会影响公务员创新
（Ｋｉｍ，２０１０）。其中，来自上级的创新结果控制将嵌入同级的创新竞争逻辑，构
建“新公共管理压力－反应”模型，推动公务员创新（Ｖｅｒｈｏｅｓ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３ ． 制度激励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
依托于制度设计的创新激励推动公务员创新（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Ｐｉｔｔｓ，２０１１）。制

度激励包括基于人事制度的职业晋升机制（政治锦标赛）和基于薪酬制度的强
激励结构（李妮，２０１８）。

一是干部人事制度（职业晋升潜力）对公务员创新的影响机制。部分学者
认为，干部管理中职业晋升激励促使公务员以创新来实现政绩竞争（陈家喜、
汪玉成，２０１３；Ｗ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但是，另一部分学者却指出，在政府部门
“金字塔”形组织结构中，狭窄的晋升空间和封闭的晋升渠道难以实现对公务员
创新的晋升激励（Ａｌｂｕｒｙ，２００５）。何以出现此分歧？这源于绩效目标设计或政
治干预程度差异。一方面，职业晋升对创新的激励效果取决于绩效目标设计，
结果导向和追求效率的绩效目标设计会促进公务员创新（Ｋｉｍ，２０１０；Ｌｇｒｅｉ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另一方面，职业晋升中的政治干预程度影响公务员创新，若职
业晋升中政治化程度较高，则公务员认为他们的提拔是因为政治忠诚而非创新
表现。于是，他们更倾向于服从而非创新（Ｄａｍａｎｐｏｕｒ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０９；
Ｌａｐｕｅｎｔｅ ＆ Ｓｕｚｕｋｉ，２０２０）。由此可见，人事制度的公正性、自主性会影响公务
员的创新积极性（Ｋｕｉｐｅｒ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二是薪酬制度将辅助人事制度对公务员创新行为施加影响。部分学者认为，
基于绩效的薪酬制度，能激发公务员的创新期望及动机（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Ｐｉｔｔｓ，
２０１１；Ｋｉｍ，２０１０）。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政府部门的薪酬结构相对固定，并
不像私营部门那样具有灵活的收入弹性，尤其是，很难对公务员的绩效进行衡
量并建立与之挂钩的薪酬制度（Ｂｙｓｔｅｄ ＆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１５；Ｒａｉｎｅｙ，１９９９），进而

７０２

公务员创新行为：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实现对公务员创新的物质激励（Ａｌｂｕｒｙ，２００５；Ｔｏｒｕｇｓａ ＆ Ａｒｕｎｄｅｌ，２０１５）。

（二）组织层次因素综述

１ ． 组织背景特征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
组织规模会影响公务员创新（Ｄｅｍｉｒｃｉｏｇｌｕ，２０２０）。其中，组织规模（正规

化、集中化和沟通渠道）负向影响公务员创新（Ｂｏｒｉｎｓ，２００２；Ｌｇｒｅｉ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还会抑制组织因素（创新氛围）对公务员创新的积极效果（Ｊｕｎｇ ＆
Ｌｅｅ，２０１６）。其中，领导的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及任期影响下属公务员的创
新行为（Ｄａｍａｎｐｏｕｒ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０９；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Ｗｉｓｅ，２０１０）。
２ ． 领导风格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
政府创新既不是“自上而下”的驱动模式，也不是政府外精英“战略构想”

的驱动模式，而是由内部人员驱动的改革创新项目（陈雪莲、杨雪冬，２００９）。
领导风格在政府创新中的精英驱动作用非常明显（Ｂｏｒｉｎｓ，２００２；Ｌｅｗｉ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毕竟，领导的创新示范以及领导－下属关系中的创新支持（授权、鼓励
下属个性、给下属安全感）与创新鼓励（工作反思、知识共享）对下属创新而
言非常关键（Ｃｈｏｉ ＆ 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９；Ｋｒｕｙｅｎ ＆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ｇｔｅｎ，２０１７；Ｌｅｗｉ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Ｍｅｙｎｈａｒｄｔ ＆ Ｄｉｅｆｅｎｂａｃｈ，２０１２）。已有研究中影响公务员创新的领导风格
包括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企业家型领导、授权型领导、伦理型领导及服
务型领导六种类型（见表４）。

表４　 影响公务员创新行为的不同领导风格比较

领导风格 作用方式 代表性文献

变革型领导

描绘愿景、智力激励
营造创新氛围、降低官僚制约束

与下属保持高质量沟通
鼓励下属决策参与

激发公共服务动机、变革承诺、效能感

Ｈａｎｓｅｎ ＆ ＰｉｈｌＴｈｉｎｇｖａｄ （２０１９）
Ｋｉｍ （２０１９）

Ｋｉｍ ＆ Ｙｏｏｎ （２０１５）
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ｏｅｔ （２０１６）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２０１８）

交易型领导 口头奖励、物质奖励
薪酬结构、职级晋升

ＧüｎｚｅｌＪ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Ｒｉｃ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企业家型领导

角色示范
包容型组织氛围
鼓励试验、创新
提供创新资源

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Ｍｅｉｊｅｒ （２０１４）
Ｃｌａｒｋ （２０１６）

Ｒｉｃ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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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风格 作用方式 代表性文献

授权型领导

共享目标／绩效信息
创新奖励及技能培训
工作控制感、心理授权

“涓滴效应”营造的授权氛围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Ｍｏｌｄｏｇａｚｉｅｖ （２０１３）
Ｄｅｍｉｒｃｉｏｇｌｕ （２０１８）
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Ｐａｒｋ ＆ Ｈａｓｓａｎ （２０１８）

伦理型领导 值得信任和尊重、公正决策、
减少安全顾虑、树立伦理榜样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ａｌ ＆ Ｄｅｍｉｒｃｉｏｇｌｕ （２０２０）
Ｈａｓｓａｎ （２０１５）

服务型领导 授予下属裁量权、提倡下属自我管理、
激发下属的潜能、满足下属的需求 唐健和方振邦（２０２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变革型领导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变革型领导通过描绘共同愿景与智
力激励、弱化官僚制约束来营造创新氛围、鼓励信息沟通与决策参与等策略激
励下属公务员的创新行为。策略一：描绘共同愿景与智力激励。变革型领导以
描绘共同愿景提高下属公务员对组织战略目标的理解，激励他们为更高的抱负
乃至超越自我的利益而创新（ＧüｎｚｅｌＪ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此外，变革型领导
以智力激励来激发下属公务员的原创性思维及探索性思维，这是他们提升创新
能力、探索创造方法的关键（Ｈａｎｓｅｎ ＆ ＰｉｈｌＴｈｉｎｇｖａｄ，２０１９）。策略二：弱化官
僚制约束以营造创新氛围。变革型领导通过提供更多裁量空间、弱化繁文缛节、
增强组织目标清晰度等手段弱化官僚制约束（Ｈｏｍ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ｏｅ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同时，营造尊重个性化发展的包容型组织氛围（Ｋｉｍ，
２０１９）、创新型组织氛围（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８；Ｋｉｍ ＆ Ｙｏｏｎ，２０１５），进而引导下
属公务员的创新认知及行为。策略三：鼓励信息沟通与决策参与等策略。变革
型领导通过与下属保持高质量沟通、授权下属高效率参与决策等手段提升他们
的创新效能感，刺激其创新行为（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ｏｅｔ，２０１６；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 ＆ Ｂｅｅｒｉ，
２０１２）。在变革型领导对下属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中，公共服务动机、变革承
诺发挥了中介效应（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８）。

交易型领导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交易型领导究竟如何影响公务员创
新行为这一观点分歧可能是由交易型领导对下属创新行为的差异化激励策略引
起的。部分学者认为，交易型领导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策略和绩效激励结
构（薪酬和晋升）营造创新氛围（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８），进而促进下属公务员的任
务导向型创新行为（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 ＆ Ｂｅｅｒｉ，２０１２；Ｒｉｃ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而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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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者认为，交易型领导的奖励或制裁会“挤出”公务员的内在动机，进而
抑制他们的创新行为（ＧüｎｚｅｌＪ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针对这一分歧，有学者指
出，交易型领导的制裁会强化公务员的风险感知，进而抑制他们的创新行为；
而交易型领导的奖励可细化为口头奖励和物质奖励，物质奖励会“挤出”公务
员创新的内在动机，而口头奖励会增强公务员的效能感和支持感，“挤入”他们
创新的内在动机（Ｈａｎｓｅｎ ＆ ＰｉｈｌＴｈｉｎｇｖａｄ，２０１９）。

企业家型领导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领导的冒险、创新、先动倾向会
影响公务员创新行为（Ｄｏｉｇ ＆ Ｈａｒｇｒｏｖｅ，１９９０）。具体而言，企业家型领导对下
属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包括三条路径：创新角色示范、扭转风险规避、支持
创新试验。路径一：企业家型领导身体力行，通过挑战现状、提出创新想法或
创造性方案等活动对下属公务员产生创新示范效应（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路径
二：企业家型领导力图营造企业家型组织氛围（风险容忍、绩效奖励、包容过
错）以扭转阻碍下属公务员创新的风险规避偏好（Ｃｌａｒｋ，２０１６）。路径三：企
业家型领导给予下属创新试验空间及试验创新想法所需的关键资源，并鼓励他
们试验创新（Ｒｉｃ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授权型领导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授权型领导（管理授权或心理授权）
对公务员创新具有重要意义（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管理授权视角：授权型领导
通过共享绩效目标／信息、授权下属自由裁量、培养创新技能等管理实践，来增
强下属公务员创新的胜任力和自由度（Ｄｅｍｉｒｃｉｏｇｌｕ，２０１８；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Ｍｏｌｄｏｇａｚｉｅｖ，２０１３）。此外，他们力图以跨层级的“涓滴效应”打造授权氛围，
进而激励下属创新（Ｐａｒｋ ＆ Ｈａｓｓａｎ，２０１８）。心理授权视角：授权型领导通过提
高下属的工作控制感以及对组织的信任与认同，使其感受到心理授权，从而刺
激他们的创新想法（促进型建言）或行为（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服务型领导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服务型领导不仅呈现授权导向，并
突出为下属创新提供激发潜能、满足需求、授予裁量权、提倡自我管理等服务
（唐健、方振邦，２０２０）。

伦理型领导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伦理型领导透明、诚实、公正，行
为符合组织和社会的最大利益。一方面，他们赢得下属的信任和尊重，减少下
属创新时的安全顾虑，从而促进组织内和谐合作与行为创新（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ａｌ ＆
Ｄｅｍｉｒｃｉｏｇｌｕ，２０２０）；另一方面，他们为下属树立伦理榜样并表达伦理期望，促
进下属为组织和群众的利益而创新（Ｈａｓｓａｎ，２０１５）。

组合型领导风格对公务员创新的影响。已有研究从三种情境描绘组合型领
导风格对公务员创新的影响。情境一：变革型领导与授权型领导的组合促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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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创新动机与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下属创新（ＧüｎｚｅｌＪ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情境二：交易型领导与授权型领导的组合减弱交易型领导风格
对下属创新的影响（监督、奖励、惩罚），这源于授权型领导对下属内在创新动
机的激发，及对交易型领导外在影响的“挤出”效应（ＧüｎｚｅｌＪ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情境三：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的组合削弱变革型领导风格对下属创
新的影响，这是因为变革型领导对下属创新的激励受交易型领导的奖励或制裁
等外部诱因干扰（Ｈａｎｓｅｎ ＆ ＰｉｈｌＴｈｉｎｇｖａｄ，２０１９）。于是，变革型领导与授权型
领导的组合是激励下属创新的更优路径。

领导风格影响下属公务员创新的边界条件。一是科层制组织的典型特征即
组织政治和繁文缛节，是领导风格作用于公务员创新的重要边界条件。组织政
治、繁文缛节通过抑制领导与下属沟通的质量和限制下属的决策参与来削弱变
革型领导对公务员创新的积极效果（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ｏｅｔ，２０１６；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 ＆ Ｂｅｅｒｉ，
２０１２）。二是领导－下属关系质量对领导风格与公务员创新间关系的影响。超越
合同关系的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促进领导风格对公务员创新的积极效果，而
单纯依靠权威、规则、合同来维系的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抑制领导风格对
公务员创新的积极效果（ＢｏｓＮｅｈｌ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Ｐｉｔｔｓ，２０１１；
Ｐａｒｋ ＆ Ｊｏ，２０１８）。
３ ． 组织氛围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
组织氛围是领导激励公务员创新的重要手段，会促使公务员遵循规则或探

索创新（Ｏｂｅｒ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０）。鼓励创新的组织氛围（创新支持型、风险承担型、
价值伦理型）使公务员认为工作环境可控并鼓励创新，而风险规避的组织氛围
会抑制他们创新（Ｋｉｍ，２０１９；Ｋｒｕｙｅｎ ＆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ｇｔｅｎ，２０１７；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Ｗｙｎ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创新支持型组织氛围。管理自主和结果控制导向的创新支持型组织氛围能
让公务员感受到组织对创造力的认可、变革的灵活性／适应性、创新资源支持，
促使他们以服务对象为中心，采用创新方式做事（Ｋｉｍ ＆ Ｙｏｏｎ，２０１５；Ｗｙｎ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Ｗｙｎ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此外，创新支持型组织氛围还会以组织绩效
导向创新氛围（强调组织创新绩效）和个体激励导向创新氛围（将创新绩效与
薪酬晋升挂钩）来激活公务员的创新认知及行为（Ｌｇｒｅｉ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Ｐａｒｋ ＆
Ｊｏ，２０１８）。也有学者展开反向思考，认为组织创新氛围越淡、越不支持创新
时，公务员越有责任感通过行为创新来改变组织现状（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８；Ｊｕｎｇ ＆
Ｌｅｅ，２０１６）。

风险承担型组织氛围。风险承担型组织氛围包括风险规避氛围（反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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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型组织氛围（正向）。一部分学者从风险规避氛围出发，指出风险规避氛围
令公务员出于对伴随创新的高风险与高成本（如政治指责、媒体关注及组织政
治）的顾虑而对其产生畏惧和厌恶，从而形成风险规避心理，不会轻易创新
（Ｂｙｓｔｅｄ ＆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１５；Ｃｉｎ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另一部分学者从包容型组织氛围
出发，指出具有凝聚力的、灵活的、鼓励各种创新试验、包容“聪明的失败”
的“官场文化”会降低公务员的风险规避偏好（Ｂｙｓｔｅｄ ＆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４；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２０１５），并塑造他们对组织的情感依赖／承诺（Ｋｉｍ，２０１９），进而刺
激他们的创新行为。

价值伦理型组织氛围。价值伦理型组织氛围包括伦理型组织氛围和服务对
象导向型组织氛围。组织的伦理价值是引导公务员行为的重要因素，当他们身
处于一种强调并奖励道德行为的伦理型氛围中，他们会因尝试新事物和承担风
险时感到更多的支持和更大的裁量空间而创新（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ａｌ ＆ Ｄｅｍｉｒｃｉｏｇｌｕ，
２０２０）。当公务员感受到服务对象导向组织氛围时，他们会为提高服务对象的政
务服务体验而创新（谭新雨、刘帮成，２０２０；Ｓａｌｇｅ ＆ Ｖｅｒａ，２０１２）。
４ ． 组织资源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
作为领导激励公务员创新的重要手段，资源（显性资源和隐性资源）的可

获得性通过增强公务员的效能感、控制感、自主性来促使其创新（Ｃｈｏｉ ＆
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９；Ｈｏｍ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显性创新资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物质资源（设备等）、财政资源、人
脉资源、时间资源、风险成本等资源的可获得性影响公务员的创新能力（如对
创新项目的吸收与消化能力），进而影响他们主动开展试验或者承担风险的意愿
（Ａｌｂｕｒｙ，２００５；Ｃｈｏｉ ＆ 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９；Ｍｅｙｎｈａｒｄｔ ＆ Ｄｉｅｆｅｎｂａｃｈ，２０１２）。鉴于公
共部门预算或其他资源相对固定，有学者指出，当组织存在闲置资源时，组织
会放松对公务员创新行动的约束和管制，并为公务员提供试验创新计划的物质
基础，进而刺激他们的创新行为（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Ｗｉｓｅ，２０１０）。

隐性创新资源。作为公务员创新的隐性资源，专业化水平（业务知识与专
业技能）一定程度上代表他们的创新能力，成为影响他们创新行为及效果的重
要因素（Ｂｙｓｔｅｄ ＆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４；Ｋｒｕｙｅｎ ＆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ｇｔｅｎ，２０１７）。组织的培
训学习（学习型组织氛围）是公务员获得隐性创新资源的重要路径（Ｃｉｎ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促使他们掌握创新所需的业务知识与专业
技能（问题解决方案的“参照系”），提升自身问题诊断和创新运用的能力
（Ｅｌｄｏｒ ＆ Ｈａｒｐａｚ，２０１９；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Ｐｉｔｔｓ，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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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体层次因素综述

基于部分干部出现的“害怕担责不敢作为、缺少激励不愿作为、本领欠缺
不会作为”的苗头，以及ＡＭＯ （能力－动机－机会）的经典理论框架，本研究
从“愿创新”（公共服务动机、变革情感承诺、职业目标激励）和“能创新”
（工作自主权、创新能力）两个维度梳理影响公务员创新的个体因素，以展望中
国场景中容错纠错机制推进过程中外部环境（差错管理氛围、包容型组织氛围、
包容型领导）如何塑造公务员的“敢创新”心理，进而激励其创新行为。

个体的背景特征及人格特质的影响。性别、学历、工龄、专业会影响公务
员的创新行为（Ｄｅｍｉｒｃｉｏｇｌｕ，２０２０），其中，工龄长、学历高的男性公务员更倾
向创新，公共管理专业毕业的公务员（管理价值）比法律专业毕业的公务员
（法律价值）更倾向创新（Ｌａｐｕｅｎｔｅ ＆ Ｓｕｚｕｋｉ，２０２０）。此外，开放性、主动性
等人格特质是公务员创新的重要因素（Ｐａｒｋ ＆ Ｊｏ，２０１８）。

公务员“愿创新”方面的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公务员创新受自主动
机（公共服务动机、变革情感承诺）和控制动机（职业目标激励）影响。其
中，公务员创新受到公共服务动机的整合调节。具体而言，公共服务动机通过
增强公务员服务公共利益的责任感刺激其创新行为（陈振明、林亚清，２０１６）；
公共服务动机通过强化公务员对创新的公共价值与意义的认知促进其创新
（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公共服务动机中的自我牺牲精神扭转他们的风险规避偏好
而刺激其创新（Ｗｒ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公共服务动机使公务员以创新回应公共
服务需求、创造公共价值（Ｈｏｍ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变革情感承诺使公务员认为
创新是有意义的（认同调节），进而鼓舞其创新思考及创新参与（Ｋｉｍ，２０１９）。
受职业目标激励（控制动机），公务员将创新视为公共服务中保持或增加职业机
会的重要路径（Ｚａｎｄｂｅｒｇ ＆ Ｍｏｒａｌｅｓ，２０１９）。

公务员“能创新”方面的研究。一是创新空间的影响（工作自主权和工作
控制感）。鉴于自由裁量空间在公务员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意义（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Ｍｏｌｄｏｇａｚｉｅｖ，２０１３；Ｍｅｙｎｈａｒｄｔ ＆ Ｄｉｅｆｅｎｂａｃｈ，２０１２），工作自主权、工作控制感
能激发公务员的创新动机和表现（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２０１５；Ｄａｍａｎｐｏｕｒ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２００９；Ｈａｓｓａｎ，２０１５）。因此，减少管理控制、促进工作自主与工作参与等实践
对公务员创新而言至关重要（Ｂｙｓｔｅｄ ＆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１５；Ｂｙｓｔｅｄ ＆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４；Ｋｉｍ，２０１０；Ｌｏｎｔｉ ＆ Ｖｅｒｍａ，２００３）。不仅如此，公务员的心理授权（感
知到的自主权和控制感）会塑造他们有能力创新、工作可控的认知（Ｍｉａｏ 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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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 ，２０１８），进而刺激他们的创新行为。二是创新能力的影响。公务员识别创
新需求、有效运用组织内外知识进行创新的能力直接影响他们的创新行为
（Ｃｌａｕｓｅｎ ＆ Ｄｅｍｉｒｃｉｏｇｌｕ，２０２０）。认知技能（发散思维、反思能力、分析技术）、
行为技能（沟通说服能力、组织联络能力、外部环境感知）、政治技能、网络能
力在公务员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Ｋｒｕｙｅｎ ＆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ｇｔｅｎ，２０１７）。其中，政治
技能、网络能力尤为重要，这是他们拓展社会网络和获得社会资本的基础
（Ｃｌａｒｋｅ ＆ Ｈｉｇｇｓ，２０１９；Ｚａｎｄｂｅｒｇ ＆ Ｍｏｒａｌｅｓ，２０１９），为他们提供化解创新阻力
所需的信息与资源（Ｌｅｗｉ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进而刺激他们创新。公务员的创新空
间和创新能力会使他们产生更高的角色广度自我效能感，即更强的工作控制感
和超要求完成工作的自信，进而刺激他们的创新行为。

（四）多重理论视角下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形成机制

１ ． 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制度环境分析
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制度因素、组织因素、个体因素分别从规制、规范、

认知三个维度对公务员创新行为产生影响（Ｖｅｒｈｏｅｓ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ＹｅｃａｌｏＴｅｃｌｅ，２０２０）。干部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构成公务员创新的制度激励，而
来自政治压力（问责监管等）、公众压力、媒体关注塑造公务员创新的制度约
束，共同构成影响公务员创新的规制系统（强制同构）；不同类型领导风格及其
塑造的组织氛围、资源配置方式支撑组织决策实践、管理理念和战略行为，构
成影响公务员创新的规范系统（规范同构）；基于教育和竞争（职业激励、公共
服务动机）建立的行为认知，构成影响公务员创新的认知系统（模仿同构）
（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２ ． 多重理论视角下领导与下属的互动分析
社会认知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工作要求－资源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可用

于阐释领导对下属创新行为的三条激励路径。路径一：营造创新氛围。变革型
领导通过降低官僚制约束来营造创新氛围，交易型领导通过调整绩效激励和薪
酬结构来营造创新氛围，企业家型领导通过鼓励创新、包容过错来营造创新氛
围，授权型领导通过营造授权氛围来鼓励创新。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不同类型
领导风格营造组织氛围或塑造角色示范的措施会激励公务员的创新角色认知及
行为（Ｍｅｉｊｅｒ，２０１４）。路径二：领导与下属的交换。变革型领导与下属的互动
是保持高质量沟通、鼓励下属参与决策，交易型领导与下属的互动是口头奖励、
物质奖励，企业家型领导与下属的互动是提供创新所需的空间和资源，授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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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与下属的互动是管理授权与心理授权，服务型领导与下属的互动是满足下
属创新需求，伦理型领导与下属的互动是强调创新的伦理与价值。根据社会交
换理论，不同类型领导为下属提供物质或非物质的工作资源，下属以行为创新
来回报领导（Ｗｙｎ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此外，根据工作要求－资源模型，领导在
与下属互动中通过为其提供创新所需，尤其是突破创新瓶颈的工作资源来刺激
其创新行为（Ｐａｒｋ ＆ Ｈａｓｓａｎ，２０１８）。路径三：激发下属的积极心理。变革型领
导通过激发下属的内部动机（公共服务动机、变革承诺、效能感）来促使其创
新，交易型领导通过激发下属的外部动机、“挤出”其内部动机来促使其创新，
企业家型领导通过扭转下属的风险规避偏好来激励其创新，授权型领导通过增
强下属的工作控制感（效能感）来促使其创新，这体现自我决定理论中控制动
机与自主动机对公务员创新的影响（张书维、李纾，２０１８）。
３ ．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公务员创新动力机制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自主性－控制性”维度，公务员创新不仅受到自主

动机（内在动机、整合调节、认同调节）驱动，还受控制动机影响（张书维、
李纾，２０１８）。第一，不同类型动机直接影响公务员创新。控制性动机以外在调
节、内摄调节的形式影响公务员创新。制度激励（干部人事制度和绩效薪酬制
度）与制度约束（政治、公众、媒体的压力）以外在调节形式塑造公务员创新
（Ｈａｎｓｅｎ ＆ ＰｉｈｌＴｈｉｎｇｖａｄ，２０１９）；此外，不同类型领导塑造的组织创新氛围及
其与下属的互动不仅形成公务员创新的外在调节，还会使他们产生不创新就是
“在其位不谋其政”或“辜负组织期望”的内疚感或自责感（内摄调节）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８）。自主性动机以认同调节和整合调节形式影响公务员创新。
变革承诺、变革责任感增强公务员对创新价值的认同，以认同调节的形式引导
他们创新（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８）；公共服务动机使公务员认为创新符合他们服务公
共利益的价值导向（整合调节） （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第二，自我决定理论可
阐释不同层面因素的相互“挤入”或“挤出”效应。制度约束、制度激励、交
易型领导风格会强化公务员创新的外部动机（外在调节），削弱自主性动机（公
共服务动机）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变革型领导会强化公务员的内在动机，授
权型领导会减弱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在调节），分别实现与自主动机对公务员创
新行为的“挤入”或“挤出”效应。公务员创新行为研究的整合模型如图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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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公务员创新行为研究的整合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六、公务员创新行为：未来研究议题展望

作为政府组织管理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公务员创新行为的相关研究正逐年
深入。本研究整合公务员创新行为的研究成果，将其定义为公务员围绕工作方
法、程序及政策要求提出和分享新想法（面向领导或同事）、运用或促进新方法
（自己）等行为表现，即为改善政策执行效果及提升公共服务绩效而在方法、政
策和程序方面做出的建设性改变。但聚焦中国场景，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和
回应：公务员创新行为缺乏科学的概念界定和统一的测量量表，公务员创新行
为的形成机理与效能机制缺乏情境化研究。毕竟，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制度
环境存在差异，于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公务员创新行为研究成果虽有借鉴意
义，但不能简单移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尤需结合新时代中
国场景剖析公务员创新。

（一）公务员创新行为的情境化研究

创新行为研究应结合公务员所处的现实场景（文化背景、组织特征、变革
情境）进行研究设计与结论推断。第一，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开展公务员创新行
为研究，纳入“中国元素”。不同国家所呈现的不同文化特征（权力距离、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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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规避、阳刚／阴柔文化、个体／集体文化、短期／长期导向等），是塑造公务
员思维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２０００）。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
所具有的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等特征对公务员创新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如中
国公务员更注重自身行为与周围环境、社会的融合，因此，中国文化背景下公
务员创新行为研究应将高权力距离导向、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重要情境变量，
充分考虑它们在不同影响因素作用于公务员创新行为时的边界效应／调节效应。
第二，公务员创新行为研究应充分考虑政府部门属性。已有研究直接借鉴私营
部门创新行为的研究成果，而政府部门所具有的科层制组织特征（层级化、集
中化、形式化）会滋生繁文缛节、风险规避等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务员
的思维方式和创新表现。因此，公务员创新行为研究应充分考虑繁文缛节、风
险规避、科层制组织特征等因素的影响。第三，公务员创新行为研究应充分考
量政府变革情境。当前，政府部门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后续研究需
聚焦制度环境变迁这一特定任务情境剖析公务员创新行为的概念内涵，并构建
多层次交互心理机制，控制外部环境偏差与内部测量偏差，实现不同观点之间
更有效地对话，以及研究结论更加有效地推广、应用。

（二）公务员创新行为概念内涵的拓展与测量工具的开发

公务员创新行为是否应得到鼓励这一学术分歧，可能是由不同学者对公务
员创新行为的界定（内容界定与类型划分）差异引起的。在未来的公务员创新
行为研究中：一是注重创新行为内涵的拓展。毕竟，公务员创新不同于私营部
门的发明创造，创造力、促进型建言行为、主动变革行为、变革型组织公民行
为、建设性或亲社会越轨行为等也被纳入公务员创新行为的范畴。此外，作为
公共政策的执行者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公务员（尤其是“街头官僚”）的政
策企业家活动也可视为他们的创新行为。因此，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内涵应进一
步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公共组织特征、个体职业属性进行拓展。二是公务员创
新行为量表的情境适用性研究。已有研究主要沿用或修订私营部门创新行为的
概念界定和测量工具（Ｊａｎｓｓｅｎ，２００４；Ｓｃｏｔｔ ＆ Ｂｒｕｃｅ，１９９４），并未在中国文化
背景、政府工作场景乃至新时代任务情境中进行创新行为的概念探索与量表开
发，导致创新行为的概念界定及测量工具难以有效适配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任
务情境中公务员的多样化创新表现。于是，未来研究一方面应聚焦中国文化背
景、政府组织特征、新时代任务情境对创新行为进行更加科学的内容界定、更
加清晰的类型划分、更加精确的量表开发。在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场景
中，公务员创新可重点围绕自主导向－回应导向、亲组织导向－亲社会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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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导向（规则打破）－渐进导向（规则变通）等维度进行内容拓展与类型划
分。另一方面，公务员创新行为的量表开发需实现跨区域、跨部门的适用性。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开发程度、管理制度存在差异（如是否民族自治
地区），因此，跨文化、跨地区的样本选取可能捕捉一些更加准确的影响因素。
此外，不同部门行政职能、任务重点、组织氛围差异也可能带来公务员创新行
为差异，因此，跨部门选取样本同样重要。此时，行为公共管理中所倡导的自
然实验研究、经验取样法等心理学研究方法将为公务员创新行为议题研究提供
重要的工具基础。三是国际通用的公务员创新行为量表开发。未来研究中可参
照公共服务动机的国际通用性检验的实现方法，通过多个国家学者的共同努力，
在解决测量对等性问题（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基础上，建立一套国际通用
的公务员创新行为测量体系。

（三）新时代中国场景中公务员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跨层次、系统性研究

已有关于公务员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涵盖制度、组织、个体三个层次，
但由于聚焦于某一特定层次而凸显碎片化，尤其是忽略了特定任务情境对公务
员创新的影响，即难以有效回应新时代中国场景。在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
风险规避的中国政府部门，公务员对任务情境更为敏感，特定任务情境对他们
的行动策略至关重要。因此，未来研究应聚焦中国场景实现公务员创新行为影
响因素的情境化与系统性研究。一是公务员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情境化研究。
新时代，制度环境（从综治维稳→干事创业）、领导风格（科层控制→赋权控
制）、职业规范（党建培训→治理能力）均导向改革创新，那么，多层次情境变
迁能否塑造公务员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典型行为模式－创新行为？能否扭转科层
制组织特征、风险规避氛围、繁文缛节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既有负面效应？尽
管已有研究强调科层制组织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抑制效应，但当科层制组织中
“激励＋约束”导向改革创新时，可否利用公务员对组织（或体制）的强依附
性对其创新行为产生激励效果？二是公务员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系统性整合研
究。一方面是检验公务员创新的不同层次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已有研究
缺乏不同层次影响因素的跨层次交互效应机制构建，毕竟，公务员行为不仅受
外部环境影响，更受其内在动机影响。于是，后续研究可整合不同层次因素实
现跨层次交互效应分析，如内在动机（公共服务动机、职业晋升动机）如何与
外部任务情境发挥交互效应，共同作用于公务员创新。另一方面是探索不同层
次因素影响公务员创新过程中的心理中介机制。已有研究缺乏对公务员创新过
程中心理机制的清晰细致描绘，后续研究应基于“情境认知－心理机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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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模型构建衔接新时代任务情境与基层公务员创新的心理机制。基于部分
干部出现的“害怕担责不敢作为、缺少激励不愿作为、本领欠缺不会作为”的
苗头，依托经典理论中的ＡＭＯ （能力－动机－机会）框架，本研究认为职业效
能感（能创新）、变革责任感（应创新）、风险规避偏好（敢创新）可能是中国
场景中激励公务员创新的重要心理中介。于是，未来研究可考虑构建新时代公
务员创新行为及心理机制的跨层次整合模型，考察新时代任务情境、内在动机
对公务员创新心理及创新行为的跨层次交互效应。

（四）公务员创新行为效能机制的拓展研究

公务员创新行为的效能机制研究有助于多层次、全方位地理解中国场景中
政府创新逻辑。中国场景中政府创新研究大多聚焦宏观层面创新———政策创新、
制度创新，中观层面创新———组织的创新实践、治理创新、政务创新，然而无
论是宏观层面创新，还是中观层面创新，这都离不开公务员群体的集体创新努
力。因此，探讨公务员创新行为的效能机制将展现公务员创新行为如何促进政
府创新实践、政策／制度创新，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政府创新实践或社会治理创
新的内生动力以及政策创新的微观驱动逻辑，进而实现微观行为创新与中观组
织／实践创新、宏观制度／政策创新的互动衔接，多层次、全方位地呈现中国场
景中政府创新逻辑。

此外，公务员创新行为的效能机制研究将呈现微观层面行为创新对宏观层
面政策／制度创新与中观层面组织创新的纵向回应逻辑。已有研究多为“顶层改
革设计→政府组织创新→公务员行为创新”的单向道，缺乏“公务员行为创新
→政府组织创新→顶层改革设计”的纵向回应路径。各级政府既需要对传统的
内部管理模式、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政策执行方式做出创造性改良，以适应自
上而下的改革创新。同时，他们又需要基层公务员在一线实践中探索创新，以
反馈本地发展所需、民众所盼，进而实现基层政府组织的“微创新”，以回应自
上而下的改革创新，使顶层设计更“接地气”。此时，就需要基于中国场景探讨
公务员创新行为的效能机制，以回应此现实需求。已有研究注重关于政府改革
创新效能机制（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探讨，却忽略了其中的微观
运行逻辑，即并未通过拓展公务员创新行为的效能机制来探讨公务员创新行为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现实路径。于是，后续研究可聚焦公
务员创新的效能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进而呈现公务员行为创新对组织／实践创
新、制度／政策创新的内部驱动逻辑和纵向回应逻辑，以更好地实现多层次政府
创新议题研究之间的动态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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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琦（２０２０）． 基层政策企业家如何实现政策的创新与制度化？———基于温岭参与式预算的改

革实践分析． 公共行政评论，３：１５２ － １７１．
Ｚｈａｏ，Ｑ． （２０２０）． Ｈｏｗ Ｄ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Ｗｅｎｌ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３：１５２ － １７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亚鹏、肖棣文（２０１４）． 政策企业家与社会政策创新． 社会学研究，３：５６ － ７６．
Ｚｈｕ，Ｙ． Ｐ． ，＆ Ｘｉａｏ，Ｄ． Ｗ． （２０１４）．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５６ － ７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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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ｂｕｒｙ，Ｄ． （２００５）．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５（１）：
５１ － ５６．

Ｂａａｒｓｐｕｌ，Ｈ． Ｃ． ，＆ Ｗｉｌｄｅｒｏｍ，Ｃ． Ｐ． Ｍ． （２０１１）． Ｄｏ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Ｂｅ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
Ｖ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ｅｃｔ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３（７）：９６７ － １００２．

Ｂｅｋｋｅｒｓ，Ｖ． ，Ｅｄｅｌｅｎｂｏｓ，Ｊ． ，＆ Ｓｔｅｉｊｎ，Ｂ． （２０１１）．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Ｌｉｎｋ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Ｂｅｒｍａｎ，Ｅ． Ｍ． ，＆ Ｋｉｍ，Ｃ． Ｇ． （２０１０）．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３３（４）：６１９ －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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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３（８）：４６７ － ４７６．

ＢｏｓＮｅｈｌｅｓ，Ａ． ，Ｂｏｎｄａｒｏｕｋ，Ｔ． ，＆ Ｎｉｊｅｎｈｕｉｓ，Ｋ． （２０１７）．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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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８（２）：３７９ － ３９８．

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Ｊ． （２０１７）． Ｕｎ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３７（４）：４３０ － ４５１．

Ｂｙｓｔｅｄ，Ｒ． ，＆ Ｈａｎｓｅｎ，Ｊ． Ｒ． （２０１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Ｊｏｂ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ｏｂ Ｔｙｐｅｓ，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ｃｔｏｒ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７（５）：６９８ － ７１７．

Ｂｙｓｔｅｄ，Ｒ． ，＆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Ｋ． Ｒ． （２０１４）．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６（２）：
２１７ － ２４１．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Ｊ． Ｗ． （２０１８）． Ｆｅｌ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ａｔｈ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２３２ － ２５３．

Ｃｈｏｉ，Ｊ． Ｎ． ，＆ Ｃｈａｎｇ，Ｊ． Ｙ． （２００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９４（１）：２４５ － ２５３．

Ｃｉｎａｒ，Ｅ． ，Ｔｒｏｔｔ，Ｐ． ，＆ Ｓｉｍｍｓ，Ｃ． （２０１９）．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１（２）：２６４ － ２９０．

Ｃｌａｒｋ，Ａ． Ｆ． （２０１６）．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４５
（４）：３３５ － ３５９．

Ｃｌａｒｋｅ，Ｎ． ，＆ Ｈｉｇｇｓ，Ｍ． （２０１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 ａｓ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９（３）：４４４ － ４６９．

Ｃｌａｕｓｅｎ，Ｔ． Ｈ． ，Ｄｅｍｉｒｃｉｏｇｌｕ，Ｍ． Ａ． ＆ Ａｌｓｏｓ，Ｇ． Ａ． （２０２０）．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ｕｓｈ ａｎｄ Ｐｕｌ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９８（１）：１５９ － １７６．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Ｃ． （２０１５）．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３５（４）：３１５ － ３２８．

Ｄａｍａｎｐｏｕｒ，Ｆ．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Ｍ． （２００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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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３）：４９５ －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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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ｓ，Ｌ． （２００９）． Ｇｒｅｅｎ Ｔａｐ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Ｒｕｌｅ Ａｂｉｄａｎｃｅ：Ｗｈ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６９（５）：９０１ － ９１０．

Ｄｅｍｉｒｃｉｏｇｌｕ，Ｍ． Ａ．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ｎ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４１
（１５）：１３０２ － １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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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８０（３）：４５４ － ４６７．

Ｌｅｗｉｓ，Ｊ． Ｍ． ，Ｒｉｃａｒｄ，Ｌ． Ｍ． ，＆ Ｋｌｉｊｎ，Ｅ． Ｈ． （２０１８）． Ｈｏｗ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ｒ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ｈａｐ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８４（２）：２８８ － ３０７．
Ｌｇｒｅｉｄ，Ｐ． ，Ｒｏｎｅｓｓ，Ｐ． Ｇ． ＆ Ｖｅｒｈｏｅｓｔ，Ｋ． （２０１１）．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２ （１０）：１３２１ － １３４７．
Ｌｏｎｔｉ，Ｚ． ，＆ Ｖｅｒｍａ，Ａ．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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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２８３ － ３０９．
Ｍａ，Ｌ． ，Ｔａｎｇ，Ｈ． ，＆ Ｙａｎ，Ｂ． （２０１５）．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Ｃｈｉｎａ：Ｍｅｒｉｔｂａｓｅｄ ｏｒ Ｇｕａｎｘｉ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ｅｄ？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７４（３）：２８３
－ 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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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６ （２）：１９９ － ２１６．

Ｍｅｙｎｈａｒｄｔ，Ｔ． ，＆ Ｄｉｅｆｅｎｂａｃｈ，Ｆ． Ｅ． （２０１２）． Ｗｈａｔ Ｄｒｉｖｅ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Ａｇｅｎ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２２（４）：７６１ － ７９２．

Ｍｉａｏ，Ｑ． ，Ｎｅｗｍａｎ，Ａ． ，Ｓｃｈｗａｒｚ，Ｇ． ＆ Ｃｏｏｐｅｒ，Ｂ． （２０１８）． Ｈｏｗ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７８（１）：７１ － ８１．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Ｃｒｏｔｔｙ，Ｓ．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 － Ｃｒｏｔｔｙ，Ｊ． ，＆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Ｓ． （２０１７）．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７７
（４）：６０３ － ６１４．

Ｏｂｅｒｆｉｅｌｄ，Ｚ． Ｗ． （２０１０）． Ｒｕｌ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ａ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
（４）：７３５ － ７５５．

Ｏｌｉｖｅｒ，Ｃ． ，＆ 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Ｉ．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３３（２）：４９６ － ５２０．

Ｐａｒｋ，Ｊ． ，＆ Ｈａｓｓａｎ，Ｓ． （２０１８）．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Ｔｒｉｃｋｌｅ Ｄｏｗ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２８（２）：２１２ － ２２５．
Ｐａｒｋ，Ｓ． ，＆ Ｊｏ，Ｓ． Ｊ．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Ｌｅａｄｅｒｍｅｍｂ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９（１）：１３０ － １４９．
Ｒａｉｎｅｙ，Ｈ． Ｇ． （１９９９）．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３（２）：
１３０ － １４９．

Ｒｉｃａｒｄ，Ｌ． Ｍ． ，Ｋｌｉｊｎ，Ｅ． Ｈ． ，＆ Ｌｅｗｉｓ，Ｊ． 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ｙｌ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 ａｎｄ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２）：１３４ － １５６．

Ｓａｌｇｅ，Ｔ． Ｏ． ，＆ Ｖｅｒａ，Ａ． （２０１２）．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７２（４）：５５０ － ５５９．

Ｓｃｏｔｔ，Ｓ． Ｇ． ，＆ Ｂｒｕｃｅ Ｒ． Ａ． （１９９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 Ｐａ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７（３）：５８０ － ６０７．

Ｔｅｒｒｙ，Ｌ． Ｄ． （１９９３）． Ｗｈｙ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ｓ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 Ｑｕｅｓｔ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Ｂｅｌｌｏｎｅ ａｎｄ Ｇｏｅｒｌｓ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５３（４）：３９３ － ３９５．

Ｔｏｒｕｇｓａ，Ｎ． ，＆ Ａｒｕｎｄｅｌ，Ａ．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ｏｒｋｇｒｏｕｐ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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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２０１１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７５（２）：２０２ － ２２１．

Ｔｏｒｕｇｓａ，Ｎ． ，＆ Ａｒｕｎｄｅｌ，Ａ． （２０１６）．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Ａ Ｗｏｒｋｇｒｏｕｐ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８ （３）：３９２ － ４１６．

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ｏｅｔ，Ｊ． （２０１６）．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ｄ Ｔａｐ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４６（６）：６６０ － ６８２．
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ｏｅｔ，Ｊ． ，Ｋｕｉｐｅｒｓ，Ｂ． Ｓ． ，＆ Ｇｒｏｅｎｅｖｅｌｄ． ，Ｓ． （２０１６）．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８ （６）：８４２ － 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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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冬娅

关于《公共行政评论》采用结构化摘要和政策之窗的启事
为提升论文可读性和影响力，推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的互

动，本刊探索新的文本展现方式。具体如下：
一、结构化摘要
１ ． 从２０２０年第３期开始，经验研究类文章之摘要将以结构化方式呈现。
２ ． 理论探讨类论文、文献综述、短篇书评可沿用传统的无结构化摘要。
３ ． 结构化摘要分为以下四部分（总字数不超过５００字）：
【问题】用一句话扼要介绍研究背景，即研究问题从何而来，研究问题

是什么。尽量以问题形式展现，总共不超过３句话。
【方法】用何种证据回答研究问题，数据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分别是什

么。数据并不仅限于量化数据，也包含定性资料、档案等经验
证据。

【发现】数据分析的结果为何，是否回答了研究问题。
【贡献】文章对于知识增量（理论、文献）的研究贡献。
二、政策之窗
公共管理研究既需要理论基础，又要有实践指向。为了增加公共管理研

究与真实世界问题的关联度，从２０２０年第２期开始我们倡议作者撰写提供
１００字左右的“政策之窗”，后续将陆续推开。但是：

（１）此为可选项，我们尊重作者的选择。
（２）理论探讨类论文、文献综述、短篇书评无需撰写政策之窗。
具体如下：
!

　 内容：接地气，对准现实问题，清楚阐明文章对解决何种问题有何
种作用。

!

　 对话：假设一位公共管理实践者正在阅读这篇文章，作者所提政策
建议应该与文章的发现具有相关性，不要随意引申。

!

　 风格：要点方式陈列，最多３点，至多１００字；尽量避免专业术语
和抽象词汇，降低阅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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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创新行为：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